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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重新审定逻辑和修辞的关系，提出逻辑之譬和修辞之譬的区分标准，并以墨家的逻辑理论

论证了譬的逻辑学意义，澄清了长期以来学界在譬的性质问题上的混乱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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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的传统思维一直推重演绎法的话，那么，在一个更加悠久

的历史中，中国人更青睐一种颇似传统逻辑类比的思维方法——譬。1 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一

独特现象，足以引起我们的浓厚兴趣。 

    在譬的性质和归属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种基本观点的分歧和争论：修辞学家众口一词，

认为譬是修辞学的比喻；多数逻辑史家则认为，譬相当于传统逻辑的类比。然而，无论是修

辞学家还是逻辑学家，都尚未认真对待对方的意见，更没有做出相应的澄清工作。这一现况，

对两个学科、尤其是逻辑学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 

按照目前我们的看法，中国历史上有两种譬：逻辑学意义的譬和修辞学意义的譬(简称

逻辑之譬和修辞之譬)。因此，逻辑学家用逻辑学的观点去解释修辞之譬、尤其是修辞性的

用譬实例时，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同样地，修辞学家(和部分逻辑学家)在用修辞学

的观点去解释逻辑之譬、尤其是逻辑性的用譬实例时，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从专业的需要

和兴趣出发，应当将逻辑之譬和修辞之譬区分开来，为对前者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开展独立

而系统的研究工作准备条件。而这一研究，对于揭示中国古代逻辑的自身特点将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对于探讨譬或类推在当代知识创新、创造性思维中的作用，以及重新评估传统文

化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首先考察“譬”的多义性，修辞学家和逻辑学家各自遇到的难题，并通过重新审定

逻辑学和修辞学的关系，初步给出逻辑之譬和修辞之譬的区分标准。 

在古代文献里，“譬”一词有多种含义。如： 

(1) 取譬不远，昊天不忒。（《诗·大雅·抑》） 

(2)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3) 是非其譬也。（《墨子·兼爱中》） 

《说文》：“譬，谕也。从言俞声。”《辞源》：“以彼谕此曰譬”。这是“譬”的本义。按照通

常的说法，它与现代汉语的“比喻”一词相当。再如： 

(4) 言之者虽戒，而闻之者未譬。（《后汉书·鲍永传》）  

“譬”训“晓”，即“明白”、“通晓”。又如： 

(5) 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论语·子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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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君子……譬若钟然，扣则鸣，不扣则不鸣。（《墨子·公孟》） 

(7) 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孟子·万章下》） 

“譬”训“比”。如：“既生既育，比予于毒”2；“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3。经常

地，“譬”在语言形式上可以省略。如《孟子·公孙丑上》：“今恶辱而居不仁，（譬之）是犹

恶湿而居下也。”但是，“是犹”（以及“若”、“如”等）前后句子所表述的对象仍然不失“比”

的含义；甚而联系动词“是犹”等再作省略，情形也是如此。 

    “譬”的三义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有密切的联系。比喻之“譬”，其喻体和本体之间有

比拟说明和被比拟说明的关系；在设譬前，本体是未被说明者。这涉及“譬”的第二义。此

外，一个“譬”被构造出来，在语言表达上往往是：“……譬之是犹……”、“……譬若……”、

“……譬如……”等等。这涉及了“譬”的第三义。 

训“比喻”的“譬”，在《墨辩》中为“辟”： 

(8) 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墨子·小取》） 

有时，它又与“喻”相当： 

(9) 王好战，请以战喻。（《孟子·梁惠王上？》） 

汉代王符则以“譬”、“喻”连文： 

(10) 夫譬喻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潜夫论·释

难》） 

总的说来，在这一意义上，“譬”与“辟”、“喻”以及“譬喻”是通用的。 

    然而，根据修辞学家和语言学家的传统观点，将譬理解为修辞方法必然面临极大的理论

上的困难。例如（2），孔子的“能近取譬”实质上是运用在伦理学领域中的一种逻辑思维方

法。这是因为，它通过认知主体自己的情感上的好恶来推知他人的好恶，并以认知结果为根

据，作出伦理行为判断，指导个人的伦理实践活动。再如（8）是墨家对譬的定义，譬是有

推理和论证意义的“说”的方法之一，其作用在于“出故”，为所立之辞（即立论）提供理

由。很显然，譬的这一基本的理论特点修辞学家们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了的。再从譬的实践，

即用譬实例来看： 

(11) 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

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孟子·告

子上》） 

(12)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为一彘之宰，不能则辞之；使之为一国之

相，不能而为之。岂不悖哉！”（《墨子·贵义》） 

改为“……是犹……”表达式后，就是两个很规范的譬例。在此，我们很难同意修辞学家的

观点，譬只是为了增强表达的效果才出现的；这是因为，改写后的表达式的后一部分（相当

于一个命题）对前一部分（相当于另一个命题）明显有确定为真的证明作用。 

由此可见，运用修辞学理论无法对譬的经典意义作出完满的说明和解释；在譬的理论

和实践两个方面，有许多东西是“比喻”概念所涵盖不了的。这一部分的譬，正是逻辑学研

究的对象。 

    正如修辞学的观点不能说明所有的譬一样，逻辑学的观点也不能做到这一点。例如： 

(13) 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诗·大雅·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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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什》） 

(14)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 

(15) 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孟子·离娄上》） 

本体和喻体可以都是一个词，也可以都是一个句子。在此，喻体只是对本体的形象化的描述

或说明，而不是，也无需是证明了。同样地，逻辑学意义的譬显然也不能对诸如此类的实例

给予令人满意的解释。 

    这里涉及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籍以区分逻辑学对象和修辞学对象的根本标准是什么？只

有确立一定的标准，才能够最终把逻辑学意义的譬识别出来，开展专业研究工作。确立什么

标准，取决于对这些重要问题的基本观点：什么是逻辑？什么是修辞？以及逻辑与修辞的关

系如何？ 

    根据传统逻辑的观点，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的科学。“‘逻辑学’就其最广

泛的意义讲，乃是和这门那门具体科学都不相同的、以思维的一般形式和一般规律为对象的

科学。”4“思维形式”不是指“符号公式的外表结构”，而是指“思维的形式结构”。5比如，

思维的形式在命题部分有直言命题、假言命题、选言命题等，在推理部分有演绎、归纳和类

比。沈有鼎先生说：“人类思维的逻辑规律和逻辑形式（即思维形式——引者）是没有民族

性也没有阶级性的。”6 因此，这里我们讲的逻辑不是关于“完善的形式．．．．．”的“形式逻辑”。

“完善的形式．．．．．可看作是当我们用一些合适的变项代替所有．．看作是可变的成分时，从一个命题

得出的表达式。”7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尽管就其“涉及完善的形式来说，是一种形式逻辑”
8，但同时又是上述更一般意义的逻辑 9。沈先生称它为“普通逻辑”，并认为在它开始形成

的时候，是以“一般的认识工具或认识方法的姿态出现的”，“始终不脱离各门科学的具体认

识过程，始终和这样的认识过程以及日常思维紧密地联系着”。10印度的因明学、以《墨辩》

逻辑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逻辑都属于这一逻辑范围。譬之所以具有逻辑学意义，根据正在于此。 

    语言学界对修辞的认识比较一致。修辞学研究修辞的现象。“一个内容可以有几种具体

表达方法，修辞所要研究的，就是这些具体的表达方法。”11这些“具体的表达方法”，无疑

关系着语言运用的效果；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修辞学是“研究语言运用的效果的科学。”
12《汉语修辞学史》说：“所谓修辞，即是语言运用的方法和技巧，换句话说，也就是调整

或修饰语言以提高表达效果的活动或规律。”13把语言的表达方法和表达效果直接联系起来。

这一修辞观也是为修辞学家们所普遍认同的修辞观。 

    那么，逻辑与修辞（和语法）的关系如何？修辞学家似乎比逻辑学家更关心这个问题。

“话的内容对不对，合不合客观现实的规律是逻辑学的范围；句子造得通不通，合不合一般

的习惯是语法学的范围；话说得好不好是修辞学的范围。”14 我们认为，语法与逻辑、修辞

的区别是不成问题的，作者对逻辑学和修辞学的界限也分别的比较清楚，只是“话的内容对

不对，合不合客观现实的规律”不仅仅是逻辑学的范围，还是具体学科的范围；逻辑学所能

关心的，只是“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只是该范围的一部分。林裕文先生说：“从它（语句

——引者）的结构规律着眼是语法的事；从它所表达的思维方法着眼，是逻辑的事；至于从

表达效果着眼，便是修辞的事了。”15“思维方法”是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的体现。我们认

为，迄今为止，这是对逻辑学和修辞学分界最清楚的，也是最好的说明。 

根据上述观点，具体地说，如何识别并确定逻辑学意义的譬呢？我们认为，关于譬的

逻辑方面的理论和修辞方面的理论的区分并不困难，因为修辞之譬的功能在于“美辞”（王

力语），逻辑之譬的功能在于推理和证明。困难的是区分许许多多具体的譬的运用实例。一

个譬例总是“x 是犹 y”，或者可以这样改写的表达式。本文区分的基本标准是：如果 x 的真

由 y 确定，y 对 x 有推理和证明的功能，这是一个逻辑学意义的譬；如果 x 由 y 加以形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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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或说明，y 对 x 有“美辞”功能，这是一个修辞学意义的譬。例如（11）、（12）是逻辑

之譬，（13）、（14）、（15）是修辞之譬。一个譬例，只要分析得知其功能，就能够对之分门

别类了。 

    需要指出，由于譬在语言表述上很简略，用上述标准并不足以判明任何一个“x 是犹 y”
表达式的性质。其更深刻的原因是，证明和美辞在说服他人的最终目的上是一致的。因此，

设譬者没有必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某种方式告诉对方，y 对 x 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假如不存在

一致性，设譬者为了不同目的，自己会作出这种分别的，至少会努力这样做。但是，遗憾的

是，由于这一一致性，设譬者在无需进一步说明的情况下，谈辩的对象可能已经被轻易说服，

而困难最终留给了研究者们。这应当就是沈有鼎先生所说的：“类比推论与比喻之间本来没

有固定界限。”16 时至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克服困难的更好办法。然而，有相当多的一部

分譬例，无疑可以通过上述标准加以识别。这对于逻辑学的研究工作而言应当是足够的。 

下面我们主要以墨家的有关思想为根据，对譬的逻辑学意义加以简要论证。 

尽管譬在孔学中是主要的思维方法，但孔子并没有对它作出哪怕是起码的理论说明。

墨子引进了“类”、“故”、“法”三个概念，尝试着为包括譬在内的所有推论方法寻找推理和

证明的理论依据。正是以这三个概念为发端，墨家后学提出了“故”、“理”、“类”三物范畴。

借助它们，譬也得到了更充分的理论阐述。墨子稍后的孟子，尽管视墨学有如洪水猛兽，但

其思想和谈辩的重要论证方法——譬，无疑来自墨子，并用“类”概念加以说明。战国末期

的荀子更是如此。可以说，自墨子的理论创新之后，先秦以及后世思想家们在谈譬用譬时经

常地把它与“类”、“故”两个概念，特别是“类”概念联系在一起，将譬视为一种逻辑方法。

然而，总的说来，墨家后学的集体成果《墨辩》代表了中国古代逻辑的最高成就，譬在其逻

辑理论背景下能够得到更好的阐释。 

三物范畴首见于《墨子·大取》： 

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夫辞 17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立辞

而不明于其所生，妄 18也。今人非道无所行，虽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

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 

墨家后学无疑认为，“立辞”、立言必须具备“故”、“理”、“类”三个依据。譬尽管属于墨家

“名”、“辞”、“说”中的“说”，是“说”的具体方法，但用譬“立辞”仍然不能摆脱三物

范畴的规范。譬之所以具有逻辑学意义，主要根据正在于此。 

    “故”是什么？ 

以说出故。（《墨子·小取》） 

故，所得而后成也。（《墨子·经上》） 

“故”应当指理由或根据。《辞源》：“妄，无知也。……妄人，无知妄作之人也。”立辞要有

理由或根据；不然，便是无知妄作了。就传统逻辑的角度看，该原则是思想具有论证性的必

要保证。《墨辩》作者在提出某个定义或一般性的观点后，往往以“说在……”的叙述方式

给出立辞的理由。这一做法在论证实践中贯彻了“辞以故生”的原则要求，也是对墨子“明

故”思想的继续发展。 

与“故”、“类”不同，《墨辩》对“理”未作定义，也没有具体的说明。孙诒让说：“道

与理同，此释以理长之义，言不循道则辞不可行。”19 谭戒甫先生把“理”与因明的“喻”

作比较：“……故已正矣，辞已成矣，究未知之者能常遍否？于是由一物以推及多物，由已

知而推及未知，因而得一综例，谓‘凡如是者皆必如此’；遂令所立之义，得以增长，故曰

以理长。”20据此说法，“理”与因明的“喻”相当。沈有鼎先生的解释与谭说基本一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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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凡能把结论确实证明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一定是有规律地与结论的内容联系着的。

这客观规律就名为‘理’。‘理’是普遍规律，这普遍规律使我们确信：从这样的证据一定可

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来。这“理”、这普遍规律便是演绎推论的大前提，而原来的“故”、那证

据在演绎推论中便成了小前提。”21 并认为，“类”是“理”的具体表现，“知类”就是“明

理”。22 因明的“喻”与传统逻辑的三段论的大前提位置相当，删去喻依的“喻”就是大前

提。在《墨辩》里，处于这个位置上的正是“理”。概括而言，那就是：所立之辞和立辞之

故是彼此分离、相对独立的，“理”的作用在于联系二者，由“故”达“辞”。 

  什么是“类”？ 

有以同，类同也。（《墨子·经说上》） 

不有同，不类也。（《墨子·经说上》） 

对象有相同属性，是“类同”；没有相同属性，是“不类”。《墨辩》的“类”是对象的本质

属性的反映。“类同”是指本质属性相同，“不类”或异类是指本质属性不同。如：   

小圜 23之圜与大圜之圜同。不 24至尺之不至也，与不至千里 25之不至，不

异。其不至，同者，远近之谓也。（《墨子·大取》） 

第一、 三“圜”字是名词，第二、四“圜”字是形容词。小圆和大圆都是圆形 

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属性，即“一中同长”26或“规写交”27。“一尺”与“一千里”

虽然远近不同，但不及一尺和不及一千里，在“不及”这一点上也是相同的。相反，本质属

性不同的对象，就不属于同类。 

    客观对象的类同类异关系必然反映到人的思想中。基于对“类”的上述认识，《墨辩》

提出了推论和谈辩的一般原则： 

 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已不非诸人，无诸已不求诸人。（《墨子·小取》） 

“以类取”的含义是，a、b 两个对象同类，那么，a 具有什么属性，b 也具有什么属性，a
不具有什么属性，b 也不具有什么属性；我们对 b 的观点来自对 a 的观点。“以类予”的含

义是，a、b 两个对象同类，那么，对方承认 a 具有什么属性，对我们提出的 b 具有什么属

性就不得不承认；承认 a 不具有什么属性，对 b 不具有什么属性就不得不承认。相应地，

我们自己对 a 持有什么样的主张，就不能反对他人对 b 持有同样的主张；这是“有诸已不

非诸人”。同时，自己对 a 不持有什么样的主张，就不能要求对方对 b 持有这个主张；这是

“无诸已不求诸人”。28 “以类取，以类予”是关于谈辩中推论过程本身的原则。以该原则

为基础，“有诸已不非诸人，无诸已不求诸人”是关于谈辩者对待对方的态度原则的。伍非

百先生称之为“辩者所应遵守之规律”29。 

譬和“侔”、“援”、“推”一样，都是“说”，即推理的基本方法。从《墨辩》对譬（“辟”）

的定义“举他物而以明之”来看，譬中涉及“他物”和“之”物两个对象。可以说，譬的关

于“之”物的知识是从关于“他物”的知识推导而来的。联系三物范畴，可以对譬的推理过

程表述为:如果两个对象属于同一类,那么,一个对象所具有的某一属性也为另一个对象所具

有；也就是说,我们断定一个对象具有另一个对象所具有的某一属性的理由(“故”),就在于

两个对象属于同类，而同类的对象都具有同样的属性（“理”）。试举（12）为例分析:为相一

国与宰杀一猪,皆是为事,若两不能,便是一类；后者既然要推辞,前者也要推辞。“为相一国, 
不能则辞之”,是从“为一彘之宰,不能则辞之”推导得到的,其根据(“故”)就是两个事态属

于同类，而此同类者都服从“辞之”的规律性（“理”）。先秦时期，乃至于中国古代的许多

用譬实例,都可作如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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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譬置于三物范畴理论框架之内阐明其性质，对逻辑史家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修辞史

家却从来不曾这样做。为与不为，在此不决定于学者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学科本身的特点。

为与不为，也照应了《墨辩》等文本本身的实际情况。在此框架内，逻辑之譬有正确和错误．．．．．
之分，人们可以对譬的有效性问题进行讨论；相反，不在此框架内，修辞之譬无正误之分，

人们对之只能作出恰当与否．．．．的修辞学评价。就此而言，为与不为都无可厚非。然而，修辞史

家把《墨辩》、甚而《墨子》的用譬实例一概视为比喻实例而加以引用的时候，犯下了阉割

文本的重大错误。30这是因为，墨家的譬例、至少是大部分譬例，有而且只有在该框架内才

能阐明其经典含义。无视或漠视文本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中是有

害的。其它学派的许多譬例，也可作如是观。一些逻辑史家倒向修辞学的立场，以譬为修辞

之譬，也犯有同样的错误。 

  至此，我们可以对逻辑之譬的基本特点作些补充说明，并得出本文的结论： 

    首先，在两对象 a 和 b 中，设 a 为被研究者，b 为取譬之物。对逻辑之譬而言，a、b
不仅本质属性相同（同类），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属性相同（a 的属性 F 正是通过 b 的属性

F 推知的）。对修辞之譬而言，a 和 b 只要有一个属性（往往是非本质属性）相同就行；它

只及一点，不及其余。陈望道说：“要用譬喻，约有两个重点必须留神：第一，譬喻和被譬

喻的两个事物必须有一点极其相类似；第二，譬喻和被譬喻的两个事物又必须在其整体上极

其不相同。”31 逻辑之譬的功能是推理和证明，因此涉及两个属性，其中一个由前提表述，

一个由结论表述。修辞之譬要实现美辞的功能，一个属性相同（或相似）就能满足要求。我

们认为，逻辑之譬区别于修辞之譬的最深刻的根据正在于此。 

其次，在逻辑之譬中，取譬之物 b 与被研究者 a 在本质属性上相同（即类同）是设譬

者的一个原则性的自觉要求。在同类之内，选择 b 还是其它同类对象是有自由可言的。然而，

同类是对自由的最终限制；因为一个譬式推论得以成立的依据就在于 a、b 同类。在修辞之

譬中，仅有的一个相同（或相似）属性则往往是非本质属性。“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

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32因此，设譬者往往不取近譬，

而取远譬；取譬之物多是异类，甚至远类。这就是修辞之譬的原则：一方面“凡比必于其伦”，

另一方面 “凡喻必以非类”。33这一点是与修辞学、特别是文艺性修辞学的要求相适应的：

“在语言运用上，要求形象、具体，富有想像，富有情韵和含蓄，……”34。在先秦部分思

想家的作品中，的确存在这种舍近求远、重视新奇效果的设譬倾向。因此，设譬是否涉及对

象的本质属性可以看作是逻辑之譬区别于修辞之譬的重要一点。 

最后，孔子和孟子的能近取譬是伦理认知的逻辑方法（将有另文介绍），可见存在着一

种譬，它属于思维层面，确切说是抽象思维层面的东西，与语言层面的东西——比喻有本质

区别。结合逻辑和修辞的基本知识，我们可以说，对一个对象的属性认知．．的任务是由逻辑之

譬（或其它逻辑方法）承担的，而在认知任务完成并有相关的认知成果之后，对一个对象的

属性的语言描述．．．．的任务可以由修辞之譬（或其它修辞方法）来承担。一般认为，认知活动是

思维活动，思维活动凭借语言工具，因而逻辑之譬也必须凭借语言工具；并且，修辞之譬也

是一种思维——形象思维。但是，不难看出，这与上述说法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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